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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了其绿色全要素成产效率水平。文章

基于中国 30 个省（直辖市）2014-2021 年的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与行业规模角度实证分

析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

过优化制造业制度环境及扩大行业规模提升绿色全要素成产率，但其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是绿色全要素成产率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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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发展是当下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驱动力，实现了我国从“工业经济”

的粗放化发展阶段向“数字经济”的绿色化阶段迈进。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

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45.5

万亿元，比 2017 年增长了 67.2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从 2017 年的 32.9%

提升到了 39.8%，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数字经济

通过数据要素投入、数字技术创新等路径优化产业结构，对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GTFP)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技术

进步和效率改进两个方面，其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环境规制政策、

产业聚集等宏观经济环境。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促进数

字技术与各行各业融合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资

源要素错配导致我国目前仍未摆脱高污染、高排放和高投入的发展模式。因此，

必须以数字技术生产要素为载体加大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作

为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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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究竟是否存在助推作

用？如果该假设成立，其驱动绿色全要素成产率指标提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由

于扬子江城市群各级城市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

提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运用 DEA-SBM 模型将传统全要

素生产率包括相关非期望产出并利用 GML 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按区域进行

分类测算。最后，借助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

槛效应”，并结合我国省域特点有针对性的提出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建议，为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参考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在我国起步虽然较晚，但当前学术界对其研究的热度不断攀升，本

文从要素错配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相关文献

整理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围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文献。现有的研究文献指出，绿色全

要素（GTFP）解决了因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考虑生产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非

期望产出和生态环境因素，故能够全面合理地对绿色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符合当

今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理念
[1]
。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研究中，不同学

者给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如 Chun(1997)
[2]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及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率先将污染排放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之

中。但该测算方法需要考虑投入或产出的测算角度，影响了 ML 指数测算的准确

性。Tone（2001）
[3]
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良，在松弛变量的基础上构建距离函数降

低了测算偏差问题。袁茜，吴利华（2019)
[4]
、李根忠（2021）

[5]
、赫永达等（2022）

[6]
运用利用非期望产出的 SBM-Mundesirable 模型对绿色全要素成产率进行指标

测算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其次，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围绕数字经济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是基于国家或省级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或规模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研

究，如张鹏（2019）
[7]
、许宪春（2020）

[8]
、王军（2021）

[9]
从横向对比的角度

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中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第二是围绕

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如沈坤荣等（2022）
[10]
、宋培等（2022）

[11]
、马晓君等（2022）

[12]
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从宏观方面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从微观层面能够激励

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技术革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成产率的相关研究。肖国安等
[13]

、蔡玲等
[14]

周晓辉
[15]

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创新实现了优化资源要素投

入，从而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有一些研究文献如张圆（2022）
[16]
、

张帆（2022）
[17]
认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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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大于东部、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的更为明

显。程文先等（2021）
[18]
、乌静等（2022）

[19]
、肖远飞等（2021）

[20]
研究发现数

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非线性特征。

通过数量以上文献发现，一方面，现有的研究文献虽然围绕数字经济与绿色

全要素成产率进行了颇有价值的研究，但大多是基于省级层面的定性研究为主，

而对于省际内城市群横向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虽然现有文献围绕数

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但是其影响要素的具体来源及导

致门槛效应发生的因素是什么？关于以上问题的探究有待进一步完善。鉴于此，

本文基于 DEA-ML 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并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进

行定量性评价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导致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关于以上

问题的研究不仅为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新思

路，而且对促进制造业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设

1.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直接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一

是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通过技术创新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不仅加速企业

摆脱粗犷的生产方式，而且降低了企业对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从而促进了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是，数字经济通过网络智能化的传递降低了供给双

方的交易成本，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供应

链内的协作能力，加剧了企业同行间的竞争，有助于形成数字产业的“关联效应”

和“竞争效应”。三是数字经济衍生出来的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改变了传统

产业模式，降低了非期望产出，从而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上所述，本文

提出假设 1：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受区域的内行业规模及

制度环境的外部影响。一个地区的行业规模越大，与之相匹配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就越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
[23]
。但本文认为，当行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

后才能推动数字经济设施建设，当其低于某个门槛时可能导致资金要素被投入到

其他事项中去，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效应。而且，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日本在 2013 年和 2018 年分别出台了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制度环境不完善时将

导致数字要素得不到充分发挥，不利于企业依托数字经济实现传统供应链转型，

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综合上述，本文提出假设 2：数字经济行业规模

和制度环境条件影响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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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动态面板模型

基于前文对现有的研究文献梳理，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

绿色全要素的影响。

itiititititit POPGOVFINRDDigGTFP   543210 （1）

公式（1）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GTFPtit表示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0 为常数项，Dig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itRD
代表研发规模； i 表

示 i地区的个体固定效应； itFDI
表示外商投资； itGOV

表示 i地区的财政支持，

itPOP
表示人口规模； it 代表随机扰动项。由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上呈现

连续性特征，但在公式（1）中仅仅反映的是静态面板模型，不仅无法克服模型

的内生性相关问题，而且也不能被解释变量的动态特征。为此，将滞后一期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加入后使其成为具有时间特征的动态面板模型，其模型公式如

下：

itiitititititit POPGOVFINRDDigGTFPGTFP    65432110 （2）

在公式（2）中， 1GTFP it 表示滞后一期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他符合的

变量与公式（1）的含义相同。在动态面板模型测算中主要包含差分 GMM 估计和

系统 GMM 估计两种方法，但为了避免在最小二乘法在动态面板模型测算中出现的

误差问题，故本文采用系统 GMM 方法对进行测算。

2.门槛效应模型

基于前文中的假设 2 本文将设定门槛效应模型，并借鉴 Hansen（1999）
[24]

的研究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在该研究方法中把地区行业规模和制度环境设

定为门槛变量，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构建面板

效应模型如下：

itiitnitnnitnitn

ititititit

ZHYGMHYGMIDig
HYGMIDigHYGMIDigGTFP








 _)(
)()(

11

21211

）（



（3）

itiitnitnnitnitn

ititititit

ZINSINSIDig
INSIDigINSIDigGTFP







 _)(
)()(

11

21211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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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3）、（4）中 HYGMit和 INSit分别代表变量地区行业规模和制度环境，


和 i 分别代表相关的门槛值和个体固定效应，

)I(
表示指标函数，当括号内不

成立时取值为 0，否则为 1。

（二）相关指标测度及数据来源

1.核心解释变量

现如今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文献多数是定性和描述研究，但对数字测度的研

究相对较少。在现有的文献中一些学者结合我国互联网设施规模、经济制度等要

素构建数字经济评价体系，但未能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扔处于探索阶段。鉴于

此，本文参照现有的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以及现有的研究文献王军（2021）
[21]
,紧

紧围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个核心数字经济载体，进而构建中国省市级层

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见表 1）。

目前，在我国数字经济指标在学术界未形成统一的评价标准，因此，相关数据

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数

字中国指数报告》、胡润独角兽榜单、各省城市统计公报、同花顺 iFind数据库。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对数据做了两个方面的处理，包括剔除了数据严重

缺失的城市以及对个别数据指数进行测算。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借鉴国峰

（2020）
[22]
的测算方法对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后得出。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字经济载体

数字基础设施

大数据中心

移动电话基站

云平台

传统基础设施
每百万人拥有手机数量

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量

数字产业化

产业规模

电信和邮政业务收入

互联网相关服务收入

软件谢谢服务收入

产业种类

ICT 上市公司数量

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

独角兽企业数量

产业数字化

工业数字化

企业每百万人计算机数量

工业应用互联网比重

两化融合指数

服务数字化

电子商务交易额

数字金融水平

电子政务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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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解释变量。

基于现有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文献研究，本文参照李金克等(2021)
[24]
的研究

方法采用费期望产出的 SBM 距离函数和 GML 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不仅能够

测算非期望产出与负方向最小化前沿的距离，而且能够测算期望产出与正向效率

最大化前沿的距离。同时，GML 指数的优势在于它比 ML 指数更具有科学性，解

决了非方向性函数无解的问题。GML 指数法的计算方法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1

111

1111

1111
1

tttG

tttt

tttt

tttG

tttt

tttt
t
t byxD

byxD
uyxD
uyxD

byxD
byxDGML （

（5）

公式（5）中的 ),,( tttG byxD 代表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 ),,( tttt byxD 代表当期方向性

距离函数； 1t
tGML 表示 t到 1t 期间内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指数。x代表

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及能源三个方面，y和 b分表表示期望产出和非期

望产出。当 GML>0 时，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反之其是下降。具体指标

说明如表（2）所示。

表 2 各变量指标说明

类别 变量 指标说明

投资要素

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

能源投入

采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进行测算

采用各省市的从业人数进行测算

基于 IPCC 公布的数据采用阈值法构建排放

综合指标

期望产出
地区总产值

（GDP）
各省市的实际 GDP（万元）来衡量

非期望产出

废水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固体废弃物

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废水排放总量、二

氧化硫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数值。

3.控制变量

本研究中使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财政支持（GOV）、科技研发规模（RD）、

外商投资（FDI）以及人口规模（POP），所有数据来源均参照《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公报。其中，财政支持（GOV）选取当地政府财政支出金额

在全年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来表示；科技研发规模（RD）选取各城市研发经费支

出占地区总产值比重（%）来表示；外商投资（FDI）选取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亿元）表示；人口规模（POP）采用城市常驻总人口数（万人）表示。

4.门槛变量

（1）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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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作为外部要素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制

度环境可以作为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任思雨，2019；张占等，2020）。

制度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制度和行业制度两个方面，结合研究内容本文选取行业制

度作为制度环境的门槛变量，其中包括财政支出和外资利用。财政与外资投入越

多说明该区域的制度优势就越明显，越能促进行业发展。

（2）行业规模

行业规模既可以用地区行业 GDP，也可以用地区行业增加值表示，但目前现

有的研究文献没有衡量的统一标准。故本文选取大型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作为该衡量指标。究其原因，大型工业企业在技术研发和资金方面拥有

显著优势，企业规模越大其表现得就越明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为了探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特征，本研究采用上文中的方程（2）动

态面板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因素导致的检验结果出现误差，故本研究中对统计

量 Z值进行了修正。如表 3 所示，通过 Hausman检验判断检验结果看不能拒绝

在 10%水平下模型变量过度识别性问题，而且 AR（2）结果显示出自相关问题并

不存在。所以，该模型设定的各个变量是有效的，且内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控制。

表 3 基本回归检验结果

(1) (2) (3) （4） （5）

GML 0.8962***

(16.2177)

0.8873****

(23.5676)

0.8669***

(18.9221)

0.8347***

(10.6450)

0.8156***

(11.3576)

Dig 1.4216***

(4.1231)

1.8675****

(1.0765)

1.8891***

(4.9831)

1.6172***

(6.2116)

1.7011***

(5.4351)

RD 0.5076**

(2.2166)

0.8214***

(3.0711)

0.3761***

(4.2165)

0.5421***

(3.1613)

Pop -0.4211*

（-1.8244）

-0.7161*

（-1.7091）

-0.4089*

（-1.9046）

Gov 0.9211**

(2.3897)

0.7814**

(2.4914)

FDI -0.0631

(-1.0711)

Cons 0.2134**

(2.3471)

0.1657**

(2.4157)

0.1813**

(2.2066)

0.2541**

(2.3531)

0.1867**

(2.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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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n

检验

29.65

(0.973)

29.41

(0.991)

27.76

(0.945)

28.45

(0.921)

29.21

(0.974)

AR(2) -0.37

(0.881)

-0.03

(0.921)

0.08

(0.927)

0.57

(0.572)

0.56

(0.571)

N 400 400 400 400 400

注：括号内为修正后的 Z 值；*，**，***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AR(2)

和 Hansen 检验括号内均为 P 值。

从回归结果表（3）来看，数字经济 Dig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显

著的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能够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低碳化发展，是“两山理论”背景下我国经济持

续增长的新驱动力。从控制变量来看，科技研发水平（RD）和财政支出（Gov）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体现了二者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重要性。但是，外商投资（FDI）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该研

究结果证明了李斌等（2016）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说”
[26
]的存在性。同时，人

口规模（Pop）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原因是因为

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不同产业或制造业聚集，不仅导致资源消耗，而且增加了各

种污染排放的可能，导致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进而阻碍了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控制宏观环境因素的影

响。考虑到宏观环境可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尽可能减少

变量的误差，本研究对样本进行调整后再次做相同的实证回归分析。第二，为了

克服非随机性对模型结果带来的干扰，采用剔除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极大值和极小值后重新回归。第三，通过提出核心解释变量 Dig的极大值和极小

值进行再次估计。上述所有回归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数字经济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研究结论比较稳健。

（三）门槛检验

在前文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过程中，忽略了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受经济基础、环境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资源禀赋存在

异质性特征。为了呼应前文中假设 2提出的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

性影响，本研究以环境制度和行业规模作为变量指标进行门槛效应回归分析。其

检验结果如见表（4）所示，制度环境及行业规模门槛变量都通过了单门槛检验，

其门槛值分别为 5.7212 及 0.4268。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行面板门槛模型（3）

和（4）进行门槛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 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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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P 值
BS

次数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临界值
估计值

制度环境 单门槛 24.51* 0.0721 350 32.1164 23.7966 19.8679 0.4268

行业规模 单门槛 45.72** 0.0251 350 55.2761 33.2887 24.5761 5.7212

首先，通过表（5）的门槛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制度环境低于表（4）门槛

值 0.4268 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4.1272，通过

对异方差值修正后的 t值看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说明在第一门槛区

间内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的影响。当制度环境高于门槛值

0.4268 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 3.1583，通过修

正异方差后的 t值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下数字

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积极改善外

部环境使其超过门槛值就能充分发挥外部制度优势，激发制造业自主研发和创新

活力，推动数字经济提升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

其次，如表（5）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当行业规模低于 5.7212 时数字经济的

估计系数值为 3.1874，从修正异方差后的 t值来看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故在第一门槛区间内，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成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当行业规模高于 5.7212 时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值为 14.7688，也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再次证明，在第二门槛区间内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同样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而且，由于第二门槛区间内的影响力高于

第一门槛区间，这说明行业规模越大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就越高，从而进一步拉动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数字化水平以此推动制造业发

挥数字要素优势淘汰落后产能，不仅能够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

以通过自主研发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

表 5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6） （7）

制度环境 行业规模

Dig_1 -4.1272**

(2.4883)

3.1874***

(3.5965)

Dig_2 3.1583***

(7.1672)

14.7688***

(6.9426)

RD 0.9793***

(6.1415)

1.8764***

(4.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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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 0.0542***

(1.9544)

-0.7471*

(-1.9213)

Gov 0.1775

(1.2143)

0.4990*

(1.9090)

FDI 0.4987***

(8.4766)

0.3574***

(4.4072)

常数项 1.0965***

(9.7470)

1.3452****

(11.276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后疫情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符合习近平主席在党的二十大中提出的绿色生

态理念。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基础，也是发

展“双循环”背景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有助于传统制造业向绿色

生态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型。根据《2022 年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截

止到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45.5 万亿元，占 GDP 的 39.8%，产业数字

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为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基

础。鉴于此，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关乎

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动态模型和 GML 指数围绕数字经济对制造业

绿色全要素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是实现“两山理论”引领的绿色生

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第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存在制度环境和行业规模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说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全要

素成产率提升存在非线性特征。一方面，优越的制度环境能够虹吸更多的人才和

资本流入，有助于实现为产业创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另一方面，行业规模越大就

越能够加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聚集性建设，从而能够更好地获得数字要素带来的

绿色创新优势，并以技术创新与数字要素双轮驱动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

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指导方针之一，发展经济

与保护生态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数字经济也是如此，发展数字经济就是使其更好

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习近平总书记（202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我国现

代化产业体系就是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并要求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29]
。因此，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价值，使其更好地为传统制造业

创造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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